











A leading Japanese legal philosopher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as
Tomoo Odaka (尾高朝雄，1899-1956). He established a peerless status
through writings such as Jitteihō Chitsujo Ron,「実定法秩序論」(Theory
































＊3 Gustav Radbruch, Der Relativismus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Gesamtausgabe
Band 3, Rechtsphilosophie Ⅲ, 1990 S. 21.
ブルフの法哲学」(Radbruch's Legal Philosophy, 1947). Later, however,
his works came to espouse prewar Japan's national policy, revealing a
doctrine that affirmed Japanese rule over the Korean colonies ― in other
words, a nationalistic state view requiring the Korean peoples to become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This paper gives a sketch of his
intolerant legal doctrine, in complete contradiction of Radbruch's





































































































































































第 16卷第 9号（1942），第 108页。
（2）参见松尾敬一教授的三篇论文：《尾高法哲学的形成》，载《神户法学杂志》
第 15卷第 1号（1965），第 1-47页；《二战中的尾高法哲学》，载《神户法学杂
志》第 14卷第 4号（1965），第 696-739页；《战后的尾高法哲学》，载《神户法


































（9）Gustav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Gesamtatsgabe band 3, Rechtsphilosophie Ⅲ. S. 83-93. 《拉德布鲁赫著作集》
第 4卷，东京大学出版社 1961年版，第 251页以下。
（10）K. D. Bracher, Die deutsche Diktatur, 1969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h,
Koln-Berlin, S.230. K.D. 布拉赫（K.D. Bracher）：《德国的独裁――纳粹的生成、
结构与归宿》，岩波书店出版社 1976年，第 380页。
（11）Arther Kaufmann, Rechtsphilosoph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Recht,
Rechtsphilosoph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herausgegeben von Hubert























































































































































尾高所讲的 “国家哲学” 的核心，即是 “道义” 的观念。
(17)对他来说，









特勒所推行的 “强制性地” 将德国国民 “同质化” 到纳粹道路相类似的那



































会论集” 第 11册：《法与政治之诸问题》，1940年版，第 126页。
（18）参见尾高朝雄：《国家哲学》，载《岩波讲座――伦理学》（第 7卷），同前注






































































































第 2条 在朝鲜居住且年龄系 17 岁以上 21 岁未满之朝鲜男子，符合
本令第 7条第 1项者，依据本令，务须接受练成特训。






































































兵役为 “升华之目标”，踏上通向战争的 “踏板” 来实现此生命之升华。与
此同时，尾高所谓 “人之价值观转换”，无非就是否定朝鲜青年作为人所拥
有的人生意义，强迫他们向所谓奉公灭私转换。看看有多少朝鲜青年被征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7. und 8. Aufl., 1929）和《法哲








1、E. 沃尔夫的 “正法” 与纳粹的法
在拉德布鲁赫强烈批判纳粹的时候，完全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从与他
彻底相反的立场出发去迎合纳粹的论文。这就是经由拉德布鲁赫的弟子
―― E. 沃尔夫之手所写就的《纳粹国家的正法》（Richtiges Rech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 1934）(34)和《纳粹国家的法理想》（Das


































毫无疑义地就只能是―― “元首”。在那种奉行 “元首乃唯一之立法者” 的
时代，E. 沃尔夫不但对此毫无异议，而且还在宣讲 “所谓正法，……恰恰
就是第三帝国的纳粹法律”（richtiges Recht……nur das Rech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sein）(36)，将对法律正当性基准和法
律命题的寻求，完全放置于权威之下。面对纳粹法制，可以说是何等的尊
奉！
2、尾高朝雄的作为 “政治之炬” 的 “正法”
宣讲 “基于信仰之政治” 的尾高写了《法之政治契机》（1943），提出了










尾高所说的 “身为 ʻ政治之炬ʼ 之法” 无非就是 “正法”。他还认为：
“身为 ʻ政治之炬ʼ 之法而规矩政治者，ʻ根本法ʼ 者也。盖无论任何政治于
根本法亦不得背离之，故根本法乃位居政治之上位者也。”
(38)由此，尾高就
















































对不动的 “神格” 的 “普遍正确之政治之炬”，实际就是那个要作为法而加
以信奉的 “天皇之圣心御意”。因此，对于把 “天皇之圣心御意” 理解为
“普遍正确之政治之炬” 的尾高来说，“存乎法之终极者” 与 “天皇之圣心
御意” 以及 “根本大法” 三者，作为法的理念，乃是必须合为一体的。即
便在二战以后，尾高仍然还在宣讲所谓 “基于信仰之政治” 的实践，其立
场本质上仍旧和我们从以前 “道义朝鲜” 言论当中看到的那种 “天皇现世
正神” 论，处于大体同一的轨道之上。
对自觉投身于纳粹体制，将元首的法律放置于 “正法” 位置之上的 E.
沃尔夫，我们已经做了回顾。沃尔夫提出的 “正法” 论，和尾高将 “普遍



































（32）Radbruch, Autoritares oder soziales Strafrecht ? 1933 in : Radbruch, Der
Menchen im Recht, Vanden 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57 S. 63ff. 此文日
译本，参见拉德布鲁赫：《威权的刑法还是社会的刑法？》，铃木敬夫译，载《札
幌学院法学》第 23卷第 22号（2007）。
（33）Radbruch, Strafrechts Form und Nationnalsozialismus, in: Neue Frei Presst
Strafrechtsreform, S. 331-335. 此文日译本，参见拉德布鲁赫：《刑法改革与纳
粹主义》，铃木敬夫译，载《札幌学院法学》第 23卷第 22号（2007）。
（34）Erik Wolf, Richtiges Recht im nationalsozialisrischen Staat, Freiburger
Universitätsreden Hrft., 13. 1934 (Freiburg im Breisgau Fr. Wagnersche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35）Erik Wolf, Das Rechtsideal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taates, ARSP 28
(1934), S. 352.
（36）Erik Wolf, Richtiges Recht. a. a. O., S. 10, 29.
（37）参见尾高朝雄：《法之政治契机》，载《法律时报》第 15卷第 9号（1943），
第 10页。此外，对于 “正法” 意义的明确说明，参见尾高朝雄：《斯塔姆勒法律
概念论之法理学价值》，载《法学论丛》第 17卷第 6号（1927），第 115页以下。
（38）参见尾高朝雄：《法之政治契机》，同前注 37，第 10-11页。应当注意尾高在
此处所说的 “身为 ʻ政治之炬ʼ 之根本法” 同凯尔森所谓 ʻ根本规范ʼ 之间的异同
问题。这是因为，尾高把那种 “制约法律、指导政治” 的国家核心观念视为根本
规范。参见尾高朝雄：《国家之中的法与政治》，载《国家研究Ⅰ》（“京城帝国大































营 的 毒 气 室，都 可 以 正 当 化”。E. Forsthoff, ZurProblematik der
Rechtserneurung, in : zeitwende 19 (1948), 684., Arthur Kaufmann,



















加以评价，提出所谓 “法者 ʻ政治之炬ʼ 也。不论身为理念之政治也罢，抑



























之德意志指导者之国家方可为真正之 ʻ法治国ʼ 者也，唯此之时，ʻ法ʼ 者以
其与法律陡然两立之意义言之，始得以 ʻ政治之炬ʼ 而思虑之。”
(44)





得到了完全的认同。 “政治” 之 “炬” 的内在支撑点，完全就是那种超越
“Gesetz”（法律）的 “Recht”（法)。从其所谓政治之 “炬” 当中，透过它
凭借 “民族本性” 驱逐 “自由主义” 的目的，难道还看不出尾高对待纳粹











































































































评尾高朝雄的 “现象学的国家观” 为 “与法西斯纳粹国家观有着同一动向” 的东
西，并且对于尾高所谓的 “理论” 与 “实践”、“普遍” 与 “特殊”，也都表示了疑
问。参见南原繁：《现象学的国家论问题――关于尾高教授近作〈国家结构论〉》，
载《国家学会杂志》第 51卷第 4号（1938），第 551、554页。有关尾高朝雄针
对南原批判所做的解释，参见尾高朝雄：《现象学实在论之立场与国家结构论》，
载《国家学会杂志》第 51卷第 5号（1937），第 108页。
（50）Hubert Rotteurthner, Substantieller Dezisionismus―― Zur Funktion der
Rechtsphilosoph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RSP. NR. 18. 1983, S. 32. 该文日
译本参见罗特路策纳（Hubert Rottleuthner）编：《法·法哲学与纳粹主义》，同
前注 11，第 50页。
（51）参见东京大学《大学报》（1944年 10月 1日）。此外，有关尾高所说 “信仰”
“接近于基督教” 的问题，参见松尾敬一：《战后的尾高法哲学》，同前注 2，第
23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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